
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中的君权制约传统
及其启示

成云雷

腐败产生和蔓延的根本原因在于权力的误用和滥用，因而反

腐倡廉的关键就在于对于权力进行制约。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有着

几千年的历史，在权力制约方面积累了悠久而丰富的传统。这些传

统或表现为进步思想家的观念，或表现为一定朝代的政权运行制

度，或表现为特定历史时期的政治文化心理。从反腐倡廉建设具有

长期性、艰巨性、复杂性的角度来看，对于古代廉政文化传统的研

究和借鉴也是构建中国特色反腐倡廉理论体系的重要一环。由于

君主在古代政治中掌握至高无上的权力，居于权力运行 金字塔的

顶端，因而研究我国古代的君权制约传统对于借鉴本民族传统的

治国智慧和构建当代中国先进政治文化具有重要意义。

一、以天制君

在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中，天的含义十分复杂，在不同历史时期

不同作者的文本中具有不同的含义，甚至同一作者、同一篇章的不

同段落也具有不同的含义。天在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中的含义不仅

仅是人们头顶上的自然之天，也是带有宗教信仰色彩的超越之天。

天是生命之源，也是文化之源和价值之源。《论语》里说“唯天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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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”，《中庸》讲“天命之谓性”，《孟子》说“顺天者存，逆天者亡”，《易

传》讲“有天地然后有万物”，在上述语境中，天表现的都是最高、最

后和最尊的终极性意味。

在古代传统中，尧舜禹汤等古代圣王是现实君主学习的模范，

其权力来源于天。《论语》记载了尧、舜、禹权力转移的依据在于天

意。尧在传位给舜时说：“天之历数在尔躬。允执其中。四海困穷，

天禄永终。”（《论语·尧曰》）意思是，如果舜统治得不好，天下百姓

处于困穷之中，那么上天赐给舜的统治者地位就永远终止了。此后

的《孟子》在解释尧能够把位置传给舜，舜能够传给禹，禹传给伯益

却最终由禹的儿子启继承了君位，由此开始了由禅让而世袭的传

统（《孟子·万章上》）。孟子在构建和解读上述历史时，一概名之曰

“天与之”。尧、舜之间的禅让是天意，禹、启之间的世袭也是天意。

孟子喜欢讲“五百年必有王者兴”，王者的出现是天意。与此相关，

天意难测，王者的不出现也是天意，而孟子最为推崇的孔子有王者

之德却未能拥有王者之位也是天意。

《易传》作者较孟子更为激进，肯定了革命夺取政权的合法性。

“汤武革命，顺乎天而应乎人。”这里的天，代表某种终极性的力量，

决定着人间历史的走向。相对于人世间最高权力的拥有者君主来

说，显然天的地位更为尊贵和神圣。

正因为人间君主在天的决定作用面前只能采取顺 应的态度，

古代君主都要善于揣测天意，才能比较好地承担君主责任。古代的

圣王大都善于“仰观于天，俯察于地”，通过领悟天意而则天立法，

构建合理的社会政治秩序。而一旦出现某种特殊的天象或者自然

灾害，统治者则必须通过一定的仪式请求上天的宽恕。商代的开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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君主汤在夺取夏的政权建立商朝后的一段时间，曾经五年大旱，汤

采取自焚的方式向上天祈祷：“万方有罪，在予一人。”（《吕氏春秋·

顺民》）汤恳请上天直接惩罚自己，不要降灾于百姓。结果，百姓满

意了，天也下了雨。

显然，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，天不仅是政权转移的依据，也

是赏善罚恶的神秘力量。西汉的今文经学大师董仲舒通过构建“天

人感应”的政治哲学，明确地将各种自然灾害的原因归结为政治上

的缺失，而政治上的缺失其原因又在于君主的失德或者失策，这就

将矛头直接指向了君主。《春秋》之中记载了大量的天象变化和自

然灾害。如“日蚀、星陨、有蜮、山崩、地震、夏大雨水、冬大雨雪、陨

霜不杀草”，等等。董仲舒将之神秘化，认为可以“以此见悖 乱之徵”

（《春秋繁露·二端》）。在《春秋繁露》的《五行 顺逆》等篇章中，董仲

舒详细阐述了王者的各种失德行为所引起的五行混乱，如王者淫

乐、饮酒、劳役过多，就会导致树木枯槁，鱼龙深藏；而王者听信谗

邪，疏远忠臣，杀害世子，乃至以妻为妾，就会导致火灾，凤凰高翔，

而猫头鹰等怪鸟到处都是；王者如果大兴土木，在建筑物上雕文刻

镂，就会五谷不成，百姓会生各种怪病；如果君主喜欢战争，就会冬

天不结冰，金属无法熔铸；如果君主不按时进行祭祀，上天会降下

水 灾，百姓就会得浮肿、水胀之类的病。董仲舒的“灾异论”认为上

天有自己的意志，人间君王的政治过失必然使天生气、发怒，通过

自然界的灾异发出警告，要人主改正错误。臣下亦可借灾异之徵，

予以规劝。更重要的是灾异将会在民间造成恐慌和怀疑，影响政治

局面的稳定，使政权的合法性遭受打击。

汉武帝“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”以后，董仲舒的儒学成为官方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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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识形态，其“君权神授”的主张成为君王自我神化的理论依据，而

其“天人感应”的灾异论则成为历代大臣限制君权的思想武器。实

际上，这是在古代社会无法用明确有效的法律制度对君主进行权

力控制和约束的情况下，大臣们试图借助天的权威来限制君权膨

胀的一种努力。

二、以道制君

在道德价值和君主权威两者之间，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一向认

为道德价值更为重要，所以有“从道不从君”的说法。“从道不从君，

从义不从父，人之大行也。”（《荀子·子道》）这是荀子的话，意味着

对于道义的选择属于高层次道德。荀子之前的孔、孟已经有类似的

思想。历代思想家津津乐道的孔颜乐处说的就是儒家圣贤对于文

化价值的追求。孔子在春秋数百年战 乱中渴望和平统一，期望得到

明君的重用，但他一直坚持仁道的原则，所以一辈子不得志，他更

看重的是文化的价值而非政治地位和政治权力。他说：“夷狄之有

君，不如诸夏之无也。”（《论语·八佾》）诸夏虽然没有统一的君主，

但是有深厚的文化积累，还是胜于虽有君主而文化上比较质朴的

野蛮民族。孔子为殷人之后，却说：“周监于二代，郁郁乎文哉，吾从

周。”（《论语·八佾》）放弃本民族的文化传统而认可周文化，主要也

是看重周公制礼作乐以后周文化所蕴含的道德价值。孟子则认为

“天爵”高于“人爵”。天爵是每个人生而有之的道德尊严，人爵是世

俗权力结构中的地位。孟子一生见过不少君主，每次都能保持大丈

夫的气节，也与这一思想有关。有国君曾经想给孟子万钟的待遇，

孟子说：“万钟于我何加焉？”（《孟子·公孙丑上》）齐王以生病为由，

想让孟子主动拜访他。孟子说，天下值得尊重的因素有三个：爵位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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道德、年齿，自认为道德超过齐王，齐王应该先来拜访他。孔孟以

后，中国历史上有许多知识分子和名臣以身载道，他们的人格对于

君主也是一种道德制约。汉高祖马上得天下，儒生陆贾曾经批评他

“马上得之，宁可以马上治之乎？”（《史记·郦生陆贾列传》）朱元璋

打天下时，也特别注意争取刘基、李善长等儒生的支持。

儒家知识分子的“以道制君”，首先是以圣人之道来制约君主。

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，圣王合一。圣人是具有最高道德和最高智

力水平的人，最适宜当王。历史上的圣人如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、周

公都是王者，孔子虽然没有为王，但在汉代的纬书中一直被称为

“素王”，没有帝王之位，却开创了人类文化的各种制度。纬书说，孔

子为汉立制。刘邦以布衣登天子之位，遵循的是孔子立下的制度。

后世儒者关于圣人的言说，或出于史实，或出于虚构，但都是试图

通过关于圣人的话语给现实君主树立一模仿、学习的典范。历来的

君主都要遵循圣人之道，否则就被称为昏君。圣人之道的核心是

“仁义”，与之相 应，作为君主，就要具有关爱民众的仁爱之心和公

正无私的高尚品德。金庸小说《鹿鼎记》中的康熙喜欢韦小宝称其

为“鸟生鱼汤（尧舜禹唐）”，虽然是小说家言，却也不完全是虚构。

以道制君的第二个方面是以经典制君。圣人已死，圣人的言行

只可见之于经典。儒家的经典或为十三经、或为《四书五经》，不同

时代有所区别，但经典中所记载的圣王言行都体现了圣人之道，也

都是君主必须遵循的。封建时代的君主对于皇子、太子的教育也主

要是由太傅、少傅之类的大臣教之以儒家经典。在明清时期，大臣

也定期和君主一起研习儒家经典，称之为经筵。

开国君主虽非古代圣王，但创立一个朝代，确立一些制度，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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些祖宗家法也体现一些比较合理的治国之道，也是后世君主应该

遵守的。如宋太祖主张“善待文臣”、明太祖“严刑惩贪”、康熙的“永

不加赋”，对于后代皇帝来说，都是祖宗家法，都有一定的约束力。

在传统社会，开国君主以暴力夺取天下，称王败寇固然有非人

道的一面。但暴力既能夺取天下，则必有一定程度上的民心的拥

护。所以一个朝代之初，权力的来源自有其合法性的一面。随着历

史的发展，此后的君主地位靠世袭继承而来，他们养于深宫之中，

长于妇人之手，有位而无道，有势而无理，其德其能皆不足以承担

治理天下的大任。所以，从汉代以后，治理天下的行政权力往往掌

握在宰相或丞相手中，而丞相等地位显赫的大臣一般产生于知识

分子阶层，他们学习圣人之道，或通过察举或通过科举进入仕途，

成为实际的掌权者。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，“三公”坐而论道，相权

对于君权的制约有其制度性的传统。但在明太祖废除宰相制度后，

明清两代君权不断膨胀，中国传统社会政治也日益走向专制。

三、以民本制君

反腐倡廉的核心是对滥用权力进行限制，因而对政治权力合

法性的话语构建是其理论前提。中国古代社会是君权至上的社会，

对君主权力来源的话语建构是古代治国思想的理论基础。在政治

理性不发达的早期历史阶段，君权神授是占主流地位的思想。殷商

统治者信奉绝对主义天命论，商纣王就曾经说：“呜呼，我生不有命

在天。”（《尚书·西伯堪黎》）在殷人看来，打雷、下雨、战争胜败乃至

政权更替，种种自然和社会变革都取决于天。所以，殷代的贵族统

治者把大部分精力放在运用巫术沟通天意方面，目前，考古挖掘出

来的甲骨文大多数与求神问卜有关。从神本论的天命观来看，政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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权力合法性的依据在于上天的眷顾和宠爱，君主只要按时祭祀，虔

诚地侍奉上天，即可保持和延续本民族的统治。

在殷周之际的历史大变革中，“有命在天”的殷商被偏居僻壤

的小邦周取代，当时一般的人们感叹天命无常，认为是上天抛弃了

殷商民族。但是，作为大政治家的周公则致力于探求时代变迁背后

的深层次原因。在周公看来，天命并不是固定不变的。那么怎么才

能认识天命的变化呢？周公说“天视自我民视，天听自我民听”（《尚

书·泰誓》）的意思是上天以民众的耳目为耳目；又说“人无于水监，

当于民监”（《尚书·酒诰》），意思是把来自民众的评价当作执政好

坏的一面镜子。民心民意成为观察政治得失、社会治乱的标准，从

而给天命增加了新的内容。

正因为看到民心民意在政权转换中的巨大作用，周公提出了

敬德保民的思想。这一思想的主旨在于确保周王朝长久地维持自

身统治，要求统治者致力于自身德性的完善，使百姓得到安康。周

公提出了勤于政事和摒弃荒政、体察民情和敬慎刑罚的主张。周公

关于天命不是固定的、天命通过民情表现出来和敬德保民的民本

思想，标志着先秦民本思想的萌芽和发生。周公注重人事，肯定了

人为的重要性，认识到民众对于稳定政权的重要性，要求统治者勤

政爱民，以德行事。

周公的民本思想在春秋战国时期得到了政治家和思想家的进

一步发展。《左传·僖公 19 年》记载，宋襄公为了谋取霸主地位，竟

然用一个小国的君主作为牺牲祭神，试图以此立威来恐吓东夷。司

马子鱼指出：“民者，神之主也”，认为民众相对于神而言更为根本，

这样做不会达到目的。此后不久，随国的贤大夫季梁说：“夫民，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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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主也。是以先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。”《左传·庄公三十二年》记

载，虢国的史臣嚣断定虢国将亡，其依据是：“国将兴，听于民；将

亡，听于神。”《左传·文公十三年》记载，邾文公在占卜说明迁都利

于民而不利于君的时候说：“天生民而立之君，以利之也。”这是最

早的“立君为民”的思想。《左传·襄公三十一年》记载了“子产不毁

乡校”的故事，子产提出了“防民之口，甚于防川”的思想，认为国君

不称职，民众可以批评甚至反抗。

春秋而后，随着邦国兴亡的政治斗争的加剧以及民众大规模

反抗行动的日益频繁，民本思想逐渐成为政治家和思想家们的共

识。为结束天下无道的混乱状态，各派思想家都提出了各自的民本

政治主张，为社会秩序建构提供思想支撑，其中尤其以儒家影响最

大。孔子提出“仁爱惠民”“富而后教”的思想；孟子提出“民贵君轻”

“制民恒产”的思想；荀子的提出“君舟民水”“立君为民”“君以民为

本”的思想。老、庄推崇小国寡民的社会秩序，提出“损有余而补不

足”“无为而治”“圣人无常心，以百姓心为心”等思想，其实质是主

张统治者不扰民。墨家提出“兼相爱，交相利”“尚贤使能”“强本节

用”等思想，致力于解决民众的生存问题；法家虽然比较推崇君主

专制，但也提出了“君权民与，立法安民”“仓廪实而知礼节”等含有

民本因素的思想命题。

发端于殷周之际、形成于春秋战国之际的民本思想在此后的

历史上一直不绝如缕，汉代贾谊提出“民者，万世之本”，柳宗元提

出“吏为民役”，张载提出“为生民立命”，明末清初黄宗羲、王夫之

的民本思想更是成为近代进步思想家接受西方民主思想的本土文

化资源。与之相 应，民本思想也在一定程度上得以运用在古代社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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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政治实践中，文景之治、贞观之治、康乾盛世的出现都与民本思

想的支撑有关，李世民和包拯等历代明君和清官的人格特征也离

不开民本思想的孕育，历代农民起义也频频运用民本思想对封建

皇权进行武器的批判。

概而言之，早期民本思想的主要内涵是民相对于神更为根本，

随着政治理性化程度的提高，在中国传统社会比较长的历史时期

内，民本是相对于君本而言，围绕着君与民的关系形成了多方面的

理论内涵。其主要内容是：民众对于稳定政权的重要性比国君重

要，国君的存在是为了民众的利益，民众的利益是君主拥有政治权

利的合法性依据。一些进步思想家甚至主张，如果统治者未能很好

地造福民众，民众有权利推翻甚至诛杀之。孟子在评价武王伐纣时

就说“闻诛一夫纣矣”。孟子之所以推许尧、舜、禹为最为理想的王

者，就在于他们具有治理洪水、驱逐猛兽和人伦教化等救护苍生的

历史功绩。从民本思想的角度来看，国君存在的合法依据在于造福

民众。如果国君不能造福民众，则民众有权推翻他。在儒家关于改

朝换代的历史话语中，顺乎天是虚的，顺 应民心是实实在在的。如

果一个君主被认定为如历史上的桀纣之类昏君，接下来的命运只

能是被“贵戚之卿”废弃或者被暴怒的民众杀掉，而在早期儒家的

著作中，这被认为是可以接受的。

四、以言谏制君

传统政治文化中的监察制度在进行权力制约和防止权力腐败

方面起着重要作用。传统监察制度主要有两个系统，一是针对百官

的御史监察系统，另一是针对君主的言谏系统。本文仅就针对君主

的言谏制度进行简略的探讨。谏是监察的一种特殊形式，以规正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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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的不当决策或不妥行为。担当此职责的人被称为谏官或言官。谏

官的历史可以追溯到《周礼》中的“保氏”和“谏氏”，其职责为“掌谏

王恶”（《周礼·地官》）。封建社会早期的给事中、谏议大夫、侍中等

官员都是言谏之官，他们的工 作就是随从君主，供君主“顾问应

对”，在君主身边起着劝谏作用。隋朝时，给事中等谏官集中到门下

省。唐朝初年的高祖和太宗有鉴于隋亡的教训，特别重视谏官的作

用。唐太宗于贞观年间，将中书、门下、尚书三省职权划定，其职责

为“中书主出命，门下主封驳，尚书主奉行”（【明】王鏊《震泽长语·

官制》）。唐代皇帝的诏书由中书省负责起草，皇帝同意后送门下省

进行复核。若门下省反对此诏书，即将原诏书批注送还，称为“涂

归”，意即将原诏书涂改后送中书省重新拟定。每一项命令，都需要

门下省副署才能生效。门下省负责封驳的给事中，虽然品级不高，

但是威望较高，所挑选的人都是年纪比较轻，学问人品好而资历浅

的人充任。他们的作用是拾遗补缺。君主有所遗忘，他们负责提醒。

君主有了过失，他们负责弥补。历史上的名臣魏征、包拯都曾经长

期担任谏官，他们的言谏对于其时政治的清明起到了积极作用。

言谏对于君权的制约是即时性的，另有一种舆论的制约则诉

诸历史。中国文化历史上有非常发达的史官文化。中国历代均设

置专门记录和编撰历史的官职，统称史官。各朝对史官的称谓与

分类多不相同，但主要为分类记录类和编纂类两者。在史官刚刚

出现的时候以及发展过程中的很长时间，这两者是不大分别的，

后来演化出专门负责记录的起居注史官和史馆史官，前者随侍皇

帝左右，记录皇帝的言行与政务得失，皇帝不能阅读这些记录内

容，后者专门编纂前代王朝的官方历史。史官有记载特权，皇帝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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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察看史官记载。

史官们对于“君举必书”的态度颇为认真。中国古代的史官有

“秉笔直书”的好传统。古代史官们都知道“史之为务，申以劝诫，树

之风声”“夫所谓直笔者，不掩恶，不虚美，书之有益于褒贬，不书无

损于劝诫”（【唐】刘知几《史通》）。因此，对帝王们的言行，随时都要

记录下来。宋代司马光所著《涑水纪闻》，讲的是宋朝开国皇帝宋太

祖赵匡胤的故事。

宋太祖尝弹雀于后园，有群臣称有急事请见，太祖亟见之，其

所奏乃常事耳。上怒，诘其故，对曰：“臣以尚急于弹雀。”上愈怒，举

柱斧柄撞其口，堕两齿，其人徐俯拾齿置怀中。上骂曰：“汝怀齿欲

讼我邪？”对曰：“臣不能讼陛下，自当有史官书之。”上既惧又说，赐

金帛慰劳之。

对于极 尽人间富贵的帝王来说，对身后的历史评价往往最为

关注。明代海瑞给嘉靖皇帝的上书有“嘉靖嘉靖，家家干净”的话，

嘉靖虽然很生气，但也不敢杀海瑞，主要还是怕在史书上留下昏君

的骂名。

在传统政治文化中，对于君权进行舆论监督的还有廷议。廷

议，又称朝议、集议，主要是国家遇到重大事情时由君主或者丞相

召集主要中央官员进行讨论、做出决定的一种制度。从秦汉到明

清，历代都有廷议制度。参加者各抒己见，君主可以发表倾向性意

见，但不能把自己意见强加于人。当最终集体结论与君主意见相左

时，一般情况下君主也要从众批准执行。有人统计《西汉会要》中廷

议的相关情况，君主否决比例大约只占百分之十左右。宋仁宗曾经

试图违规提拔宠妃的伯父担任要职，最终没能成功，除了由于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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拯、唐介等言官的进谏以外，廷议通不过也是重要原因。这一制度

有效地限制了君权的非正常行使，在相当大范围内保证重大决策

不发生或者少发生失误，保证了传统社会政治秩序的有效运行（林

乾《论中国古代廷议制度对君权的制约》）。

在当今时代，研究古代的君权制约传统不是出于思古之幽情，

而是有着积极的时代意义，对于当今的反腐倡廉建设有着多方面

的借鉴和启示。

首先，反腐倡廉离不开权力制约，而权力制约的关键在于最高

权力的制约。在中国传统社会，封建君主是九五之尊，但他仍然要

受到方方面面的制约，这也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能够 相对比较平

稳和延续时间比较长的原因。

其次，提高当代中国权力制约实效性的保证在于依据法律进

行制度建设，而后由公民依法行使权力进行监督。传统政治文化中

的君权制约传统虽然自成体系，但终究效果不佳。除了唐太祖、宋

仁宗等少数自觉接受制约的君主在其统治时期政治相对清明外，

大多数朝代君权膨胀乃至独断是传统社会的常态，与之相 应，社会

政治的形势也是盛世少而乱世多。这说明，这一传统并未能把君主

关进笼子。因为，在传统政治文化中，君主是否进笼子取决于其个

体修养与道德良知，而非制度迫使他不得不进笼子。当代中国的权

力制约要落到实处，依法进行制度建设是当务之急。公民不再是民

本思想中的臣民，而是具有自身权力和责任的社会权力主体，有能

力依法行使权力进行监督。

再次，反腐倡廉要重视信仰层面和道德价值层面。反腐倡廉制

度建设的重要性已经成为学术界和社会各个阶层的共识，但是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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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制度，而没有愿意执行制度的社会成员也是实效性不佳的原因。

好的社会成员要有信仰、良知和道德追求，这一点传统社会主要靠

天命来维系，而现代社会要靠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道德风尚

来维系。

（本稿由南通市社科联推荐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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